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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浩如烟海的公众史数据。这些公众史数据，可以自用，也可他用; 可以小范围内分享，也可大范
围分享; 可以知识消费性地用，也可知识生产性地用。
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要解决大众历史文化保存问题。“新时代”也可以理解为“公众时代”，与之

适应的史学形态是公众史学。既能服务精英又能服务大众的、以人为本的史学就是公众史学。史学
服务大众，不完全是历史研究成果的通俗传播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提供大众参与入史的机会。只有
解决了大众的参与、书写、服务问题，历史学才能适应现代公众社会。通过文本的转化，文本记忆可
以留存下来，为生活世界所用，历史故事可以继续服务后人。由服务小众到服务大众，这是一大趋
势。由“官用”而“民用”，这是中国现代历史学转型的方向所在。

结 论

口述史之“史”是“历史文本”，口述史是通过口述 +录制方式建构的历史文本。口述史是较新
的事物，不在现有学科范围内。在实现历史记录的四大形态中，它属于音像记录，可称为“历史的音
像再现”。音像作品的分类目前尚不成体系，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分类探索是值得关注的。从
转化成文献的口述史作品来看，目前的群体作品主要是两大类型，一是行业人群记忆，二是学科人群

记忆。口述史采集的重点是人生经历与经验。口述史的发明，不仅对精英阶层有用，而且有利于大
众。相对而言，口述史的意义对于大众而言更为重大，因为大众进入文本记录的机会过少，留下历史
记载的概率太低。有了口述史与音像史，他们进入文本世界的机会大大提升。如此，口述史方能成
为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学科。
口述史采访是一种有意识地搜集过往记忆的活动。人的存在离不开记忆，记忆是历史学关

注的核心话题，公众口述史主要是搜集、整理、研究大脑过往历史记忆的学科。口述史学与影像
史学是解决人类内在思想与外在变化的两门方法性、形态性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说，公众口述史
是不分学科的，任何学科、领域的人都可以来做。在文献史学之外，发展口述史学、影像史学，可
使历史学成为全新的融媒体学科，更加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

“史实”与“故事”的再辨析

谢嘉幸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

在历史叙事中，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看起来泾渭分明，其实经常会发生认识上的混淆以及实际

上的交合或冲突。近年来，史学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仍然不甚明晰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在口述史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现象。本文以口述史为例，探求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时而交汇一体、时
而相互冲突的成因，认为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各有其功能和底线，二者并行不悖。

一、口述的“史实”与口传的“故事”

口述史( Oral History) 与口传史( Oral Tradition) 的区别，近年来在口述史学者的研究中，至少在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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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层面已逐渐明晰。口述史记录亲历者的诉说，其有效期在亲历者开始记事到无法记事之间，学界
认为这一有效期一般为 70 年; 口传史或者说口碑史叙述的不是叙述者的亲历，而是神话、史诗、宗教
故事、民间传说，乃至上辈或祖辈留下的传闻，比如家族故事等。因此，口述史与口传史或口碑史有
着完全不同的指向。然而，这两个从表面上看似很容易区分的概念，在实际研究中却经常会被混为
一谈。先来看以下表述:

近些年来，作为传递信息的“口述”，成为了当今尤为重视的“口碑史学”。而属于“口
碑史学”范畴的“音乐口碑史学”也备受重视，成为当今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我国音
乐学的研究中，历史上一直非常重视对“口述史料”的发掘，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的研究
带来很大的影响，也导致当今对“音乐口述史”这门新兴“事物”的研究热潮。①

此处“口碑史”与“口述史”的混合表述，显然不是因为概念上辨析的困难，而是因为在口述史
实践中特别是人类学田野工作中经常出现两者混淆的现象。以对彝族社会中“毕摩”的考察
为例:

毕摩作为彝族社会中主要从事祭祀仪式的祭司，他们是彝族乡村社会的知识阶层、也
是精神的领袖。“毕”在彝语中意为吟诵、朗读之意，因此，毕摩通晓彝文、熟知天文历法、经
文、谱牒、伦理、史诗、神话传说等彝族传统文化的典籍，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彝族传统文
化的代言人、传承人和传播者。②

很显然，这一田野考察案例既涉及与祭祀相关的一系列“口传”活动，也涉及受访者个人生活经历的
“口述”记忆。
当然，这一辨析绝不仅仅关涉两个概念含义本身，还涉及口述史学乃至历史学中两个非常重大

的主题———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这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笔者对口述史中两者的区别有过如下
表述:

历史事实是一种确定的客观事实，尽管其中也包含着多样的评价，尽管历史事实不能

直接呈现，却要受到历史史料的确证。口述史首先属于历史事实探究，是以亲历，也即个体
在场为前提的，亲历既构成了历史事实部分，也检验着特定的历史故事。

历史故事是特定民族文化历史，特定话语的产物，服务于特定群体的理想、目标、价值
观与行为规范。比如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其实就是特定话语的形象化身。为维护自身
的特定价值观，有时也往往也会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扭曲历史事实，以美化或进一步完善其

历史故事。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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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研究 2021 年第 5 期

换句话说，“史实”涉及的是客观事实，而“故事”探究的是在客观事实背后特定历史、特定文化所维
系其生存的信仰、价值观以及特定的话语表达体系。体现在口述史的“田野”中，就是既要关注亲历
者讲述的“历史事实”，又要关注口传者表达的、世代口耳相传的“历史故事”。

二、客观事实也需要“故事”

对于客观事实的认定，仍然需要“故事”，这或许是许多研究者没有想到的。在口述史采录整理
过程中提起“故事”，通常联想到的是“非虚构写作”。表面上看，这种“非虚构写作”仅仅是为了保证
在传播中口述内容的可读性，但也确实有一些访谈者在整理撰写口述实录时不顾事实地“妙笔生
花”，引起学界广泛的质疑: 这种写作符合真实吗? 是否融入了撰写者或整理者太多主观的因素? 等
等。这里要强调的是，即使追求事件的“真实”，“故事”也是不可或缺的。
对于事实真实性的追求与确认，最严苛的莫过于法学界，因为法学界探讨的问题都“人命关天”。

然而正是这个领域率先提出了“故事模型理论”。这一理论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美国里德·黑斯
蒂( Ｒeid Hastie) 等人提出来的。它主张在法庭审判中，法律对证据的判定必须依托于“故事”，用符
合逻辑的故事来判定证据提供的线索。“故事模型理论”包含三个部分: “( A) 通过故事构造评估证
据; ( B) 通过学习裁决范畴属性表述集中裁决选项; 以及( C) 通过把故事分类到最适合的裁决范畴达
成裁决。”①对于如何构造最佳“故事”，作者给出了三个原则，即: 全面性、一致性和唯一性。也就是
说，越全面、越能自圆其说、越“唯一”的故事，其解释力就越高。②

我国学者卓立在辨析历史故事和历史事实本质差异时，指出: “历史故事描述过程，历史事实描
述状态。历史故事是为了建立连续性，试图在语言中再现过去事件的过程本身，所以它关注动机和
原因，无法忽略事件中的人及其思想; 历史事实的目标则是历史记述的确定性，它试图搜集事件的自

然轨迹，关注的是不同陈述之间是否冲突的真伪核查，而不是建立连续的故事。”③

本文无意探讨“故事模型理论”涉及的法学问题，也不打算深入辨析两者区别。笔者认为，法学
界的“故事模型理论”可以用于口述史，即使仅仅是基于探明历史事实的视角; 而卓立所言的“历史
故事”其实仍然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在口述史领域，为了确认口述者叙述的“真实性”，除了对
受访者叙述的鉴别外，“故事”的构造也是必须的。

三、口述史背后也有“故事”

如“故事模型理论”所强调的那样，口述史本身也是需要“故事”来架构的。在整理完善口述史
料过程中，无论亲历者本人还是参与后期整理编撰的采访者，都需要用合乎逻辑的“故事”将亲历者
零散的记忆“加工”成完整的叙事。但是，口述史研究并不能止步于此。口述事实背后，其实还有另
一层甚至多层的“故事”需要研究者去探寻。口述史家陈墨首先强调了口述史作为文本背后的第一
层故事。他转引了费孝通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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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怎么才算真正看懂呢? 光是看我写的文章，我出的书，你能看出观

点，找到根据，知道我的主张，你觉得看懂了，可能只懂了一部分……只有了解观点、根据、主
张是怎么来的，看见了文字后面的东西，才能说得上真懂了，才会有真正深刻的理解。①

据此，陈墨认为“口述历史采访，就是了解学术思想‘文字后面’的重要路径”。② 但他的追索不止于
此，他说:“凡亲自做过口述历史的人都知道，口述历史活动旨在采集人类个体记忆，而个体记忆的采
集活动，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领域的作业，我称之为对人类的‘心灵考古’。”③

那么，什么是陈墨所指的“心灵考古”呢? 什么是亲历者口述之“历史事实”背后的另一层“故
事”? 民族音乐学家沈洽认为: “口述史需要有编年史的框架支撑，没有‘史骨’( 大事记、编年史均
可) 的介入，口述史是一堆肉，没有意义。”④沈洽指出的“史骨”，除大事记、编年史外，显然还包含了
贯穿于个人传记中的那种可称为“精神”的“故事”。笔者在为著名作曲家施万春口述史《惊日响
鞭———施万春民族音乐创作之旅》所作的序言中写道: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圣地，青木关就是我们兄弟姐妹心中的圣地。从小就听我爸
妈谈青木关，谈父亲怎么把《在那遥远的地方》唱到音乐院。今天终于来到青木关……这里
见证了那一代人的心迹……我忽然发现，文化其实是在细微中传承着。施万春、李西安他
们这代人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没有经历过那如火如荼的战争，但承继着那种精

神……
“夏天农闲的时候，在场院里，民间有的会吹唢呐，会吹笙，会拉胡琴。这些人都聚到一
块搞吹歌。我听到的都是河北吹打。我的三爷爷就会吹萧，还会吹唢呐。我爷爷会唱河北
梆子和一些老的民歌……父亲会拉京胡，唱京戏。他自拉自唱。”这给我们的又是什么样的
感觉? 然而当你读到“我一听是爷爷的声音，顿时心里就温暖了……那天，爷爷把我抱回了
家，我更加体会到，爷爷是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你一定就会明白了，总有一种爱使人世
间的善良、宽厚、质朴得以延续，总有一种温馨，借着乐声，诉说着一个民族的故事。⑤

很显然，笔者这里所叙述和引用的并不仅是施万春传记中的“历史事实”，也即口述史的第一层“故
事”，这一层已由传记本身完成，而是去发见施万春一生背后的“精神故事”。第一个故事力求探寻
从抗战传承下来的、施万春传记背后的几代人的“精神故事”; 第二个故事则是民族的故事，也就是施
万春从小在传统音乐的环境与祖父的爱中，感到“总有一种温馨，借着乐声，诉说着”的那个“故事”。
正是这两个背后的“故事”，成就了他“青松岭”“开国大典”“节日序曲”等家喻户晓的音乐。这里既
有“口传”也有“口述”。
按卓立的说法，故事的连续性“有两种路线: 一种是还原的路线，它是向结构单元还原，相当于以

点为基础，通过建立点的确定性，再汇集成系统的确定性; 另一种路线是统觉( apperception) 路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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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整体形态为中心，直接捕捉事物的实存形态”。① 以此来看前述的“序言”，在第一个故事里，总共
有五个人物，笔者、笔者的父母，笔者的老师李西安、施万春。后四者就读于不同时代的同一个学
校———重庆国立音乐院，即中央音乐学院的前身。笔者父母的故事得自笔者父母，施万春的故事得
自李西安老师，这些故事属于“口传史”。抗战精神通过“黄河大合唱”把他们联系起来了。第二个
故事主要有四个人物，施万春和他的父亲、爷爷、三爷爷，这些故事都是施万春口述的，属于“口述
史”，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传递了父辈的音乐和爱则是这些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当然，无论是口
传的“故事”还是口述的“故事”，都是可以也应该用“故事模型理论”及其原则来检验的，只是由于篇
幅所限，此处无法细述两个“故事”的全部证据。

四、口述史中“史实”与“故事”的冲突

先说一个中国古代的故事。公元前 548 年，齐国权臣崔杼杀了齐庄公。对于这一事实，齐太史
秉笔直书如实记录。崔杼勃然大怒，杀了太史。随后，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如实记载，又被崔杼杀
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不放弃，崔杼只好把他放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史实”与“故事”冲突的例
子: 崔杼忌讳的“史实”显然违背当时还占主导地位的“故事”，即臣不可弑君，因此，企图通过杀太史
来篡改这一“史实”的历史记载，但最终未能抹去这段“史实”。在这个感人故事的背后，是春秋战国
时期礼崩乐坏、“故事”正在发生更迭的大背景。
再看一个当代的事件。2015 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核灾难口述史》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1986 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发生严重的核泄漏事故，阿列克谢耶维奇冒着核辐射的危
险深入到切尔诺贝利，采访这场灾难中的受害者。该书正是基于这些采访，用口述史的方式写成。
她在书中记述了这样一个事实:

事故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辐射、关于广岛和长崎的书，甚至就连有关
X射线的书都消失了。有人说这是从上面传达下来的命令，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恐慌了。
你找不到任何公布医疗信息的公告栏，也找不到任何能够帮助你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②

与中国古代齐国崔杼不同的是，出于某种理由，这里要掩盖的是正在发生的灾难，而普通民众的生命

却被儿戏般地抛弃了。灾难口述史对于灾难的陈述，直接揭示了灾难“史实”与其背后的“故事”及
其价值观的冲突。

五、人类社会“故事”的演进

尤瓦尔·赫拉利认为，大约在七万年前，人类开始运用“想象”来讨论“虚构的事物”，正是这些
“虚构事物”的讨论，使人类最终从动物群中脱颖而出形成人类社会。③ 一起讨论的“虚构事物”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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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立:《历史故事与历史事实的本质差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 年 11 月 20 日。
阿列克谢耶维奇:《切尔诺贝利的回忆: 核灾难口述史》，王甜甜译，凤凰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0 页。
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 从动物到上帝》，林俊宏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5—26 页。



多维视域下的口述历史

人类原始社会发生的“故事”，人类社会以此创造了自身的秩序、规则和丰富多彩的话语体系，并在此
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
原始社会“故事”的核心是图腾崇拜，图腾崇拜通常被看成宗教的起源。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尤其是“农业革命”的出现，氏族社会原有的“故事”已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各部族之间及部
族内部的暴力冲突使得氏族社会由血缘维系的“温情脉脉”及自发民主的“其乐融融”被打破，出现
了东西方各自不同的“礼崩乐坏”的社会混乱状态。为适应这一变化，公元前 800 年至前 200 年之
间，人类思想发生了一次被雅斯贝斯称为“轴心时代”的大跃迁，在地球的不同区域———主要是西方、
印度和中国———同时出现了持续两千多年且直至今日依然影响人类文明的主要文化形态。基督教、
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学说，以及儒家、道家等思想学说，都是在“轴心时代”产生并存续发展的。①

“轴心时代”的人类“故事”显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学者认为，“轴心时代”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告
别了多神论的原始宗教，而向一神论的高级宗教跃进。这一过程的推动力来自“轴心时代”所取得的
“哲学的突破”，新的宗教秩序由此建立。② 正如雅斯贝斯所言，身处“轴心时代”的人类“开始意识到
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的问题。面
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③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历史事实与历史故事是合二而一的。换言之，历史故事等同于历史事实，很
少有人质疑历史故事的客观性。或者说，人们关注的是“故事”在社会运行中所发挥的作用与有效
性，其有效性则是通过信仰来实现的。然而，这一情况在大约五百年前发生了变化，变化的原因就是
被多数科学家认可的“科学革命”。宗教故事与科学事实发生冲突不可避免。最典型的例子是伽利
略因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宣传和捍卫哥白尼学说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
审判。尽管伽利略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复杂，但伽利略最重要的革命性观点是“人们应当从自然界中，
而不是从书本中去寻找真理，科学的结论要经受实验的验证，经过实验证明的科学结论就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④

科学革命改变了人类“故事”的“写作”方式，即人类“故事”是需要“实证”的，既不能由神秘的
图腾禁忌来简单裁决，也不能由宗教信条来硬性规训。除了自然科学，在人文学科中无论是“轴心
时代”开始从宗教分离出来的哲学，还是前面所提及的历史学等人文学科都是如此。马克思和年
鉴学派的诸多代表人物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把自然、生态、物质、文明
和社会心态放在历史的最深层次，认为它们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⑤ 而“马克思的影响经久
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⑥ 由此可见，科学革命之
后人类的“故事”书写已经不仅仅记录史实，而是力求通过科学的方式去挖掘历史事件背后的根本
动因。
科学革命使人类的“故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即以科学实证为基础，而不仅仅以信仰为基础。

因此，无论氏族社会的图腾崇拜还是“轴心时代”的各类宗教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然而，支撑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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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运转的基础并不是科学取代宗教，而是图腾、宗教及科学这三类“故事”的混合。用马克思
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既要看到民族国家通过内外暴力争斗而形成的暴力权威，
以及通过市场经济而形成的资本权威仍然是当今人类的两大社会结构力，又要看到第四次科学革命

所促成的知识权威正在日益发挥作用; ①既要从氏族“故事”中去挖掘人类早期的记忆，又要从民族
国家的“故事”中去探寻人类情感的生成; 既要从人类整体的宏观叙事中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又要
从个体的生存中探求人类生活的细节。
那么，口述史与历史故事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通过对人类“故事”演进的简略梳理，可以清

晰地看到，正是科学革命之后的人类“故事”书写，才凸显了人类历史书写“个体性”的重要性。一方
面，文明的竞争某种角度而言是“故事”的竞争; 另一方面，“故事”的见证与再创造，又少不了个体的
参与。个体既是历史事实的直接见证者，也是历史故事具体的创造者。无论集体的记忆、民族的记
忆还是国家的记忆，都是建立在鲜活个体记忆基础之上的，而集体的“故事”、民族的“故事”与国家
的“故事”也同样如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赋予个体见证历史事实创造历史故事的权利，才
能讲好中国故事，才能把文化自觉落到实处。

当代西方口述史学的六大理论转向

杨祥银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由于受到记忆研究、叙事理论、交际研究、女性主义理论、情感研究与空
间理论等各种学术思潮与理论转向的冲击与影响，一些更具理论导向的西方口述历史学家呼吁重新

思考口述历史的实践与解释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深具理论意识与跨学科特征的新问题与新
视角脱颖而出，即: 当代西方口述史学开始出现所谓的理论转向，其中主要包括“记忆转向”“叙事转
向”“关系转向”“女性主义转向”“情感转向”与“空间转向”。

一、记忆转向

综观当代西方口述史学七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与趋势，口述史学界对于记忆问题的关注焦点与理解

视角发生了巨大变化。从 20世纪 70年代初开始，依托于记忆与回忆的口述历史不断遭到那些奉行客
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传统文献历史学家的质疑与批判，其矛头直指记忆的主观性与不可靠性。他们认
为受访者在回忆时，无论其记忆如何清晰、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影响，比如受
访者的记忆力、岁月流逝、价值立场、怀旧情绪、生命经历、感情因素以及健康原因，等等。而这些因素极
有可能导致受访者在口述时出现遗忘、错记、说谎乃至虚构等诸多情况。在众多批评者当中，以帕特里
克·弗雷尔的观点最为尖锐。在《口述历史:事实与虚构》一文中，他严正指出:“关于口述历史的准确
性、直接性与真实性的所有宣称都遭受到最为严重的质疑，我们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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